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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语：中国的崛起正持久地成为大国政治的重要议题。中国社会发展快速，也面临着诸多新问题与新

威胁的挑战，即使是传统常有的灾害问题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也具有了其“非传统”的特征。这些问题大多可被

归为“非传统安全问题”或“非传统安全危机”进行分析。解决或应对这样的危机，需要从理念、体制、队伍、政策

等方面进行全面探讨，不仅要在学理上进行深入的分析与梳理，而且还要在体制上进行深刻的反思与创新，至

少中国要为世界提供自己的实践总结与理论范本。本栏目的两篇论文在这方面提供了新的思路，期待海内外

学者继续惠赐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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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研究；２．廖丹子，女，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非传统安全研究。

“现代民防”：安全治理新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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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安全重心从军事、政治等“高政治安全”逐步向经济、社会、环境等“低政治安全”下沉，

安全维护的内容更加丰富与复杂，手段更加多元与综合，安全治理已成为非传统安全能力建设的“新范

式”。我国安全维护的实践特别是民防建设更多地停留在传统安全的理念与框架下，在安全维护上存在

的诸多困境使之无法全面有效应对常态化、复合化的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挑战。“现代民防”涵盖“战备民

防”、“灾害民防”与“生活民防”三个维度，为新时期的安全治理提供了新的路径导向。我国应在“现代民

防”的框架设计下，逐步深化现代民防的法律法规、反应机制、专业队伍与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建设，建立现

代民防体系，着实提升我国安全治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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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ｄｅｒｎＣｉｖｉ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ｅｗ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ＹｕＸｉａｏｆｅｎｇ　ＬｉａｏＤａｎｚｉ

（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ａｎｇｚｈｏｕ３１００２７，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Ｃｈｉｎａｉｓ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ｙｆａｃｉｎｇ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ａｎｄｃｏｍｐｌｅｘｎｏｎ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ｉｓｓｕｅｓ，ｇｒｅａｔｌｙ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ｉｎｇｔｈｅｂａｓｉｃｓｏｃｉａｌｏｒｄｅｒ，ｐｅｏｐｌｅｓｌｉｖｅｓ，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ａｎｄｌｉｖｉｎｇ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ｓａ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ｗｈｉｃｈａｓｓｅｒｔｓｐｕｂｌｉｃ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ｍｕｔｕ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ｔｈｅｒｓ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ｅｌｆ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ｎｏｗｓｈｏｗｉｎｇａｓｔｒｏｎｇｔｅｎｄｅｎｃｙｔｏｒｅｐｌａｃｅ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ｄｉｓ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ｏｎｔｈｅｒｉｓｅａｓａｎ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ｔｏｎｏｎ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Ｗｉｔｈｔｈｅｐｕｒｐｏｓｅｏｆ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ｔｈｅ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ｏｆ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ｈａｖｅ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ｂｕｉｌｔｕｐｔｈｅｍｏｄｅｒｎｃｉｖｉ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ｌｙｅｎｃｏｍｐａｓｓｉｎｇｔｈｅｄｅｆｅｎｓｅｏｆａｉｒ
ｂｏｍｂ，ｗａｒ，ｎｕｃｌｅａｒｔｈｒｅａｔｓ，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ａｔｔａｃｋ，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ｉｎｃｅｔｈｅｏｐｅｎｉｎｇｕｐｐｏｌｉｃｙ
ｗａｓｌａｕｎｃｈｅｄ，Ｃｈｉｎａｈａｓｂｅｅｎ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ｆｏｒｉｔｓｏｗｎｐａｔｈｗａｙｓｔｏａｍｏｄｅｒｎｃｉｖｉ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Ｎｅｖｅｒｔｈｅｌｅｓｓ，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ｉｖｉ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ｒｅｍａｉｎｓ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ｉｎｔｅｒｍｓｏｆｉｄｅａ，ｌａｗ，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ｉｓ，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ｐａｐｅｒ，ｗｉｔｈｔｈｅ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ｇｏ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ｐｒｏｐｏｓｅｓｔｈｅ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ａ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ｏｄｅｒｎｃｉｖｉ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ｗｈｉｃｈｉｎｃｌｕｄｅｓ″ｃｉｖｉ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ｗａｒ，″″ｃｉｖｉ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ａｎｄ″ｃｉｖｉ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ｄａｉｌｙｌｉｆｅ．″

Ｔｏｆｕｌｌｙｒｅａｌｉｚｅｔｈｅｇｏａｌ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ｍｏｄｅｒｎｃｉｖｉ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ｆｕｒｔｈｅｒｐｕｔｓ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Ｆｉｒｓｔｌｙ，ｔｈｅ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ｉｖｉ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ｌａｗｓｉｓ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ｔｏｐｒｏｖｉｄ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ａｎｄｌｅｇａｌｂａｓｉｓｆｏｒｔｈ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Ｓｅｃｏｎｄｌｙ，ａｎａｃｔｉｏｎａｂｌｅ
ｃｉｖｉｌ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ｃｏｍｍａｎｄｉｎｇ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ｔａｔｅ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ｙｓｔｅｍａｒｅｎｅｅｄｅｄｔｏ
ｍａｋｅｆｕｌｌｕｓｅｏｆｔｈ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ｆ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ａｎｄｓｏｃｉｅｔａｌａｃｔｏｒｓ．Ｔｈｉｒｄｌｙ，ｓｐｅｃｉａｌ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ｆｏｒｃ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ｂｕｉｌｔｕｐｉ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ｗａｒａｎｄｍａｊｏｒｎｏｎ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ｉｓｓｕｅｓ．Ｓｅｍｉ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ｆｏｒｃｅｓ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ｓｅｔｕｐｆｏｒｒｅｇｕｌａｒｎｏｎ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ｅｄ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ｔｙｐｅｓｏｆｆｏｒｃｅｓｉｓａｍｕｓｔ．Ｆｏｕｒｔｈｌｙ，ｔｈｅ
ｔｒｕｓｔｉｎａｎｄ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ｒｅｓｅｒｖｅｆｏｒｔｈｅｎｏｖｅ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ｃｏｎｃｅｐｔ，ｃｒｅａｔｉｖｅ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ｆｏ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ｏｅｎｓｕｒｅｔｈｅ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ｏｆ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ｐｅｏｐｌｅｓ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ｌｄ．

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ｉ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ｆａｃｔｔｈａｔＣｈｉｎａｉｓｆａｃ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ｎｏｎ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ｉｓｓｕｅｓａｎｄｔｈａｔＣｈｉｎａｉｓ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ｕｒｇｅｎｔ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ｏｆ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ｔｈｅ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ｏｆ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Ｉｎａｗｏｒｄ，ｂｙ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ｔｈｅｃｉｖｉ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ｏｓｅｏｆ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ｔｒｉｅｓｔｏｆｉｎｄｏｕｔｔｈｅ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ｉｅｓ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ｃｉｖｉ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ｏｐｕｔｆｏｒｗａｒｄｎｅｗｉｄｅａｓｏｆｔｏｐ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ｆｏｒ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ｔｈｅ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ｎｅｗｅｒａ．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ｍｏｄｅｒｎｃｉｖｉ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ｎｏｎ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ｃｉｖｉ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ｌａｗ

冷战以来，随着“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日益凸显，安全的维护方式开始从军事与政治的“安全管
制”拓展到经济与社会的“安全治理”。安全治理作为“非传统安全能力建设的‘新范式’”［１］８５，强调
的是强制与自愿相结合的多种形式的合作与持续互动，体现的是一种刚性与柔性相结合的安全维
护能力的合理建构。发达国家探索建立现代民防体系以有效应对综合化、复合化的安全威胁的实
践，进一步反衬了在危机“常态化”与“复合化”的当下，我国传统的安全维护体制已经不能适应众多
灾险与紧急事态迭出的挑战，而需要建立“公救”、“互救”、“他救”和“自救”相呼应的多元主体全方
位参与的现代民防体系，探索、深化与重构我国社会转型期的安全治理方式。

一、“民防”与安全治理的困境

“民防”（西方常用ｃｉｖｉｌｄｅｆｅｎｓｅ，北欧常用ｃｉｖｉ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的本意是“民众防护”或“民事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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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防作为一个历史范畴，伴随于“人民防空”（人防）而产生，起初是指遭遇空袭时对民众发出警报并
实施救护，现已发展为极具综合内容的安全维护理念。我国人民防空与野战防空、国土防空共同构
成了国家防空体系，是国防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防作为人类安全发展史上的重要防护形式，有
其特定的历史形成过程、多样的实践与探索过程以及对自身发展进行认识与反思的理论提升过程。
伴随着人类灾难形式的变化及其带来的民众防护重点的调整，国际范围内的民防含义经历了从“防
空”到“防战”、“防核”、“防灾”、“防毁”、“防恐”的拓展和延伸。随着新安全威胁的出现，民防的内涵
又不断趋向多元与综合而逐步演进为“现代民防”，包含了“防毒”、“防暴”、“防险”、“防乱”等新的内
容。综观世界发达国家的民防实践，基本经历了传统人防（单一防空）向现代民防（防战、防空、防
灾、防险等多重防护）的转变过程，并始终以“人的安全”维护为其明确的目标。

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极为重视现代民防建设，逐步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现代民防体制，涵盖了
法律保障、国家统管、重点防护、军民兼容、平战结合、媒体联动、社会参与、全民动员、社区行动、效益
最优等方面内容，如美国“本土安全”的大民防体制，日本“主动预防”的全民性民防体制，韩国“民防卫
队”的专业化民防体制，新加坡“民防消防一体”的社会化民防体制，俄罗斯“集中统一”的半军事化民
防体制。这些各具特色的综合性现代民防体制均为安全治理提供了各自较为有效的路径与方式。

相比于发达国家业已完善的现代民防体系，我国整体而言还处于正向现代民防迈进并逐步与发
达国家现代民防接轨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后，全国各地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在单一战备人防向现
代民防的转变中取得了重要突破，积极跟进城市公共安全管理体制改革，初步建成了涵盖法律法规、
组织指挥、物质保障、队伍建设、宣传教育等内容的现代民防框架，如上海市民防办全面融合于城市安
全管理而初步建立了现代民防体系，深圳形成了将民防委办与安监局、安委办、地震局等安全管理部
门整合进应急办的“大部”制性质的民防应急体制，杭州市人防办（民防局）与相关应急管理部门探索
建立了“平时分工、灾时联动”的“一办五中心”民防运行体制①。在建设和谐社区与平安社区的目标
下，一些地区还深入开展了社区民防建设，初步建成了社区民防体系，为社区的安全维护奠定了重要
的制度与实践基础。近年来，我国民防整体抗毁能力、快速反应能力、应急救援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
不断增强，在防灾减灾抗灾中的知识宣教、紧急救援与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现代民防建设成为安全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成为推动安全治理体系改革的现实推动力。

当前，我国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已明显呈现“常态化”与“复合化”的特征。一方面，自然灾害
（如地震、泥石流）、事故灾难（如工厂爆炸、列车相撞）、公共卫生事件（如流行疾病、食品卫生事件）、
社会安全事件（如民族争端、境外国民安全）等频繁发生，“在危机中”［２］２１１已成为对当前安全态势
的普遍共识，危机常态化特征凸显。另一方面，随着科技与社会的不断发展，各种危机总是不可避
免地叠加着技术、管理等人为因素而呈现“复合化”的特征，积聚与扩大了这种“复合化危机”造成的
危害，增加了安全维护的复杂性与难度。在非传统安全威胁愈加“常态化”与“复合化”的当前，我国
现有民众防护的能力储备不足，社会秩序与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未能得到有效维护与保障。其根
本原因主要是现代民防所要求的理念、法律、体制、队伍建设存在重大缺失与困境。

一是理念困境，难以用更广阔的视野审视安全。一方面，与西方国家综合性广、包容性强的现
代民防理论和实践相比，我国民防建设的法律法规、关联体制、组织机构、人员队伍等的理念更多地
停留在军事战争安全的传统安全框架内，与其相应的安全维护方式更多的是自上而下的“安全管
制”与“安全控制”，且以军事维度的考量为核心。另一方面，与在对外关系处理中将“高政治安全”
置于无可替代的优先目标相比，非传统安全维护中的诸多“低政治安全”难以得到优先有效的维护

００１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４２卷

① 需要说明的是，我国各地在“人防”或“民防”部门的挂牌名称上不一，如上海市民防办、杭州市人防办（民防局）、深圳市民
防委办、北京市民防局。



与体现，以致人、环境与社会等安全的维护所需要的制度条件极为薄弱。
二是法律困境，难以用更权威的规范统筹联动。安全实践的法制化是安全治理的重要条件。

我国长期的安全维护探索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根本法，以突发事件应对法为基本依托，以相关单行
法、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应急预案等为重要内容的安全维护法律体系。但近年来，ＳＡＲＳ、冰雪灾
害、地震、安全事故等突发事件的应对暴露了安全治理法制建设的不足，突出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其一，立法范围的局限。我国尚未出台以民众安全防护为主旨的法律（发达国家制定了以民众防护
为宗旨的“民防法”），立法领域还未涵盖恐怖袭击等重大非传统安全议题。其二，对安全管理实践
中紧急行政权的运用范围、启动程序、使用条件、使用规范、惩罚责任等的规定还不明确。其三，军
队参与应急救援的法制建设不足。现有相关法律①、行政法规②、军事法规③等对军队参与应急救援

的范围、程序、责任、费用等作出了相关规定，但在军队具体参与救灾的启动程序、联合指挥、参与灾
后重建、训练组织、紧急处置权限、征用、军事交通等问题上还不明确。其四，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现
象严重。其五，法律共识缺乏，公共应急法制的公众知晓度、认同度、适应度和配合度以及社会心理
状况等亟待进一步提高。其六，公民权利救济的相关规定不完善，对突发事件应对中公民财产被征
用而损失的权益的补偿规定还存在不足。

三是体制困境，难以用更优化的方式配置资源。具体可概括为“高层缺位、中层缺合、基层缺
腿、军地缺联、政社缺融”。“高层缺位”即中央还没有专门的领导指挥机构从总体上负责全国民防
工作（法律规定中具有领导指挥责任的国务院应急管理办公室却在现实的安全管理实践中存在诸
多执行难的问题）；“中层缺合”就是省、市、区（县）三级安全管理部门在信息、技术、人员等方面缺乏
纵横双向的合作与联动；“基层缺腿”就是乡（镇）、街道、社区没有专职民防机构与民防工作队伍，相
关工作一般由其他相关部门兼负；“军地缺联”就是军队系统在发挥自身软件和硬件资源参与安全
管理实践时需要的制度条件与实践基础尚属薄弱；“政社缺融”即政府与社会还未形成资源整合、力
量融合的综合型安全维护体系。

四是队伍困境，难以用更有效的力量公共救援。一支专业、快速、高效的反应队伍是安全治理
取得预期目标的基础要件之一。２００８年汶川地震应对的“中国式救灾”模式着实证明了在安全维
护中建立由专业救援队伍、专业工作队伍、专家咨询队伍、社会救援力量、志愿者队伍组成的全方位
救援队伍的重大现实意义，其重要性在随后的青海玉树地震、贵州舟曲泥石流的紧急救援中再次得
到彰显［３］。当前，我国安全治理实践中的队伍建设不完善问题还十分明显，阻碍了公共救援“合力”
的形成，主要体现在专业救援队伍装备不足；军地队伍间尚未建立常态化的联合训练与反应机制；
部门与地方安全管理部门的专职工作人员的知识与能力储备不足；专家队伍实质性地介入救援工
作的渠道还不顺畅，对专家队伍的长效管理机制还不完善；社会救援力量在自组织与服从统一秩序
中存在利益、信息、协调与沟通等方面的张力和矛盾；志愿者队伍建立、管理、参与的路径、规范性与
利益保障等方面还存在诸多不足。

二、“现代民防”的维度与价值指向

安全是人类生活最基本的需要，“人的安全”是一切安全的基点。国家的安全任务首先表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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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２００７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１９９７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
（１９９７年）等。
如《破坏性地震应急条例》（１９９５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２００３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２００５年）等。
如《军队参加抢险救灾条例》（２００５年）、《军队处置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２００６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
（２０１０年）等。



对国民的保护。有安全预见性的国家已经越来越重视民防工作“先行”，将现代民防作为国家安全
建设的重要内容，并将组织设计、财政投入、工作重点、资源配置等更多地倾向现代民防领域。因
而，建立与完善现代民防以深化和重建我国安全治理体系具有重大的紧迫性与现实意义。

现代民防可以界定为：政府主导下多方参与的对民众生命、财产及生存环境实行灾险防控与
安全保护。这一界定，一是突出强调了人的安全这一价值目标，优先关切民众的生命、财产、健康与
环境安全，这是现代民防的价值出发点，也是以现代民防进行安全治理新建构的价值规范基础。科
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现代民防以人的安全为价值导向，紧密契合了当前我国安全治理体系
新建构的整体要求。二是突出强调了对“灾”和“险”的“防控”与“保护”，除了各种具象灾害，还包含
各种“危险”与“风险”；强调了对当前面临的诸多与生存、环境相关的安全问题的关注，如能源与环
境、政府与政制、社会与文化等；还重视灾险前的“防控”、灾险降临时的“保护”和灾后重建与“修
复”，强调了预防、救急与恢复的整体过程及平时的可持续建设与管理。这与安全管理突出强调“预
防为主、预防与应急相结合”的理念是一致的。三是突出强调了政府“主导”和社会多元主体“参
与”，强调政府、军队、社会的“协治”与“齐抓共管”，政府、军队、社会共同构成了现代民防的责任主
体，形成网络式、跨界式的安全维护新路径。

现代民防涵盖了“战备民防”、“灾害民防”和“生活民防”三个维度。“战备民防”是为减少、消除
战争状态下人的生命财产损失和环境破坏而进行的制度安排与行为举措。战备民防着眼于传统安
全威胁下人的安全维护能力的准备，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前提下对人的安全进行集中关切与保护，既
强调军队战争能力与国家安全维护能力的重要性，也强调战争状态下军队、政府与社会维护人的安
全能力的责任与要求。战备民防是立足于我国当前面临的传统安全威胁的现实而对人的安全维护
进行的体制设计，是我国安全维护的一项长期的战略性工作，既构成了我国国防建设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构成了安全治理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

“灾害民防”是指集中应对非战争性重大灾险而进行的制度与体制安排，它构成了重大非传统
安全威胁中对人的安全维护的必要举措。与传统安全相比，非传统安全的指涉对象（谁的安全）、安
全客体（谁导致不安全）与维护手段（谁保障安全）都要更加丰富与多元，指涉对象从国家延伸到了
生态环境、民族文化、能源、单个或集体的人等多元主体，安全客体涵盖了环境、食品、能源、经济、信
仰、文化等多元领域，维护手段也拓展到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维的国内、国际与全球解决机制和
渠道。灾害民防应立足于我国面临的重大的、复合性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挑战与安全能力不足的现
实，建立政府主导、军队有效协助、社会多元主体参与的非传统安全治理格局。

“生活民防”则以日常生活为防护领域，以社区、家庭和工作单位为基本依托，以自救互救为主
要手段，对社区地域空间内聚居人群的生命财产及生存环境实行灾险防控与安全保护。生活民防
主要针对发生在社区、家庭、商场、工厂、办公室等领域空间内的各种常态化威胁，如火灾、触电、中
毒、冰雪、台风、交通事故、暴雨被困、生产安全事故等。生活民防构成了人的安全维护的最日常的
基本内容，强调了自救与互救在日常危机应对中的重要性。

“战备民防”、“灾害民防”与“生活民防”是现代民防理念的具象化，为现代民防提供了规划的维
度与具体实现的路径。人的安全是一切安全管理活动的出发点，现代民防的三个维度是针对不同
安全情景下人的安全维护的路径设计的，为全面提升人的安全维护能力提供了新思考路径。现代
民防的三维度划分适应了我国面临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的现实，综合考虑了传统与
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国家安全与人的安全相互复合、高政治安全与低政治安全相互渗透的现
实。同时，现代民防的三个维度体现的是综合化的安全观的实践，符合国际民防综合化的大趋势，
在理路上较好地处理了我国民防在推进安全维护过程中与国防、人防、民政、应急管理等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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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代民防”的整体实施框架

现代民防的实现需要建立统一高效联动、有能力应对重大复合性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安全治理
体系，其整体实施框架包括法律制定、反应机制、专业队伍与国际合作四个方面。

（一）制定“民防法”

现代民防展开的是全方位的安全维护活动，牵动着整个国家的安全资源，直接关系着国家安全与
社会稳定，为其专门立法是必然之举。“政府主导的、由各种社会力量全方位参与的群防群治应急机
制，究其根本而言是一个如何通过宪法、行政法来理性配置行政权与公民权的问题，进言之，一方面要
通过立法授予行政机关以必要的防治突发事件的紧急行政权，另一方面又要依据法律来严格规范紧
急行政权，以确保其在法定的范围内、以法定的方式良性运作。”［４］１０５为建立民防行动标准、为对未履
行民防义务或阻碍民防活动实施的行为追究责任而制定“民防法”，已成为发达国家民防较早的普遍
实践。如美国有《联邦民防法》（１９８１年）、瑞士有《联邦民防法》（１９９５年）、韩国有《民防卫基本法》
（１９７５年）等。在民防立法进程中，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立法的有英国、比利时、丹麦；４０年代有苏联；５０年
代有美国、加拿大、以色列、荷兰、挪威、法国、东德、意大利、芬兰、新西兰、土耳其；６０年代有澳大利亚、
奥地利、瑞士、印度等；８０年代以后，英国、法国、德国、瑞士等国都对其民防法进行了修订，以适应新的
安全威胁的应对。

民防法的立法宗旨应是对不同威胁情景（主要分为战备、重大非传统灾险与日常危害）下的人
的安全维护活动给予具体程序、标准的设定，以最大程度地保障人的安全。因此，民防法应明确具
体安全治理活动的适用范围、启动程序、行动标准、指挥机构、社会动员、物资保障、灾后重建、预案
管理、宣传教育、法律责任、监督制约等基本内容，为安全维护活动设定清晰的权力、权利、义务与责
任边界。民防法既要与国内危机应对法（如戒严法、突发事件应对法、防洪法）、战争应对法（如人防
法、国防动员法）和军队参与应急救援的相关规定（如军队处置突发事件总体预案、军队参与抢险救
灾条例）保持内在规定性的衔接与一致，又要对不同安全情景下的人的安全维护活动进行必要的区
分，如在军队参与应急救援活动中，要详细区分对抗性（如反恐、制暴、戒严与国际维和等）与非对抗
性（救灾、军舰出访、军事援助与联合军演等）行动中对人的安全维护的不同要求。此外，随着我国
将在更大范围内承担国际安全的维护责任，针对联合国维和行动、国际人道主义救援、与域外他国
联合军演、在国际公共场域采取其他安全维护活动等内容，民防法还要对涉外安全维护活动作出具
体规定，综合考虑我国法域外的安全应对现实，在遵守国际相关法律规定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地保障
域外中国公民与世界他国公民安全。

（二）建立“军地联动”和“国家与社会共治”的综合应对机制

建立有效的领导指挥机构与反应机制是国内外安全治理实践的关键内容，也是我国应对重大非
传统安全威胁的重要举措。实践证明，军地有效联动的指挥机构与反应机制的建立是应对非传统安
全威胁的有效策略选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以下简称《突发事件应对法》），我
国在应对特别重大、重大突发性事件时，“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设立由本级人民政府负责人、相
关部门负责人、驻当地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有关负责人组成的突发事件应急指
挥机构”（第８条）。然而，我国各级层面安全治理的“军地联动”机制存在不足：一方面，国务院与地方
各级应急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应急办）根据《突发事件应对法》履行“值守应急、信息汇总和综合协
调”的职责，却在具体应急实践中难以有效调动、组织与协调各相关部门行动和资源，尤其是自身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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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救援队伍；另一方面，人民防空系统实行军政双重领导，大力探索“防空防灾一体化”，积极发挥军
队资源参与应急管理，但在指挥、联动相关应急救灾部门和资源上还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和权威①以

及普遍的社会共识②。而在实践中临时性、任务性、应急性地设立军地联合指挥机构与运行机制，虽
为“军地联动”提供了适时的组织机构基础，但由于缺乏法制化、制度化的先期准备与后期持续建设，
军地在联合反应中存在组织合作难、行动协调难、信息交流难、资源调动难等多方面问题。另外，军地
联合行动机构在平时的预案制定、联合演练、信息共享上并未形成制度化、长效化的常态合作机制。

在现代民防的框架下，“军地联动”首先就要解决中央政府无专门民防机构的“高层缺位”问题。
本文尝试提出拟建立军队参与其中的“国家民防应急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民防委），并成立“国家
民防应急总局”作为其职能部门。在“民防法”的规定下，民防委实行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双重领导，
整合与联动国务院各部门和军队各部门资源，在重大非传统安全威胁发生时，负责议事协调与组织
指挥，建立军地联合指挥机制，并形成快速联动、快速反应的联合响应机制。根据我国军地关系和
军地合作救灾实践，民防委要着力解决三大运行机制：一是军地联合预警机制，二是军地联合指挥
与反应机制，三是军地联合保障机制。在非传统安全威胁应对中建立军地有效的制度化合作模式
是一个世界性难题，要紧密结合我国政府管理与军地关系的特殊性，设置适合我国安全治理实际的
指挥与反应机构。民防委的角色定位于综合协调、组织与指挥，是军地联合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
必要顶层设计，可以成为有效联动军地资源、提高安全治理能力的有益尝试。

同时，要重视“国家与社会共治”的治理体制建设。国家作为安全治理的正式与权威组织，享有
最庞大的安全治理资源，尤其是其安全制度与规则为安全治理提供了必要的程序和规范，具有主要
的发动、领导、组织与管理作用。同等重要的是，社会力量在人群动员、资源收拢、信息传播、心理调
适、共识培育等方面具有国家所不及之优势，在安全治理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这在汶川地震
的“举国应对”模式中得到较好体现。安全治理导向的安全应对印证了国家与社会合作、互动、互
利、共赢关系的重要性［５］，现代民防的实施需要建立国家与社会共治模式。有学者提出，新中国成
立以来，我国应急体系呈现了从“强国家、弱社会”向“强国家、强社会”发展的特征，要建立“强国家、
强社会”的中国应急管理模式，提升社会抗逆力（ｓｏｃｉａｌ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６］５５。另有学者认为，在一国危机
的总体应对能力的客观存量既定的情况下，有必要着力提升社会本身的危机应对能力及社会对政
府处理危机的协助能力，最大化地释放社会支持政府应对危机的潜能，即要建立一个立体的、综合
的、军队与地方联动的、国家与社会合作的“大政府”危机管理模式［７］７２。

（三）组建特种救援队伍与半军事化民防队伍

《突发事件应对法》第２６条明确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或确定综合性应急救援
队伍……设立专业应急救援队伍。”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采访国家地震抢险队队长时报道：专业救
援人员救援成功率是没有受过专业应急救援训练的军人的５．６倍③。专业队伍一般通过四种方式建
立，或按部门（卫生、通讯、交通等），或按灾种（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生产安全事件、事故灾难），或
按层级（国家、省级、市、县），或按突发事件的危害程度（特别重大、重大、较大与一般）。我国安全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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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防空法》（１９９７年）在军队的平战结合与担负多样化任务上，缺乏相应的启动程序与行动标准的规定。
我国人防部门缺乏指挥、联动的“共识基础”，是因为人防因战而建，其核心职责就是战时防空，政府与社会还未达成人防
平时参与或指挥应急救援的普遍共识。
转引自李一行、黄萍、孙兴旺《人民解放军参与地震灾害救援的法律依据分析》，载《防灾科技学院学报》２００９年第２期，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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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践经验和教训表明，按层级与突发事件危害程度相结合来建立专业救援队伍更加有效。
一是组建军队特种救援队伍，作为战备民防与灾害民防的重要应对力量。建立特种救援队伍是

发达国家维稳、应急、救灾的普遍做法，如美国的“三角洲”特种部队与“海豹突击队”、俄罗斯的“阿尔
法”特种部队、法国的国家宪兵干预队、英国的第２２特别空勤团、德国的“边防军第９旅”等［８］９４。根据
我国军队编制与军地合作的现实，可以在解放军现役队伍和武警部队中训练一支高度专业化、快速反
应、有侧重、有针对性的特种反应队伍，在政府的要求下负责应对特别重大及重大突发性事件。要着
重加强特种救援队伍在生化核武器、国际反恐、医疗防疫、边疆维稳、航空航海、交通运输、通讯信息等
领域的专业能力建设，提高安全治理的核心能力。由于特种救援队伍担负的任务极其复杂、艰险，因
此，需要具备极快的反应速度、超强的综合应对能力和既统一又灵活的行动策略。同时，特种救援队
伍需要配备与担负任务要求一致的行动装备和工具，作为有效应战、应急、应灾的必备条件。在军队
中建立特种救援队伍，其核心问题就是要处理好军队应对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关系。
“（军队）核心军事能力是为打赢战争而形成的能力，指向明确，不可替代。”［８］３４３特种救援队伍以应对战
争威胁为主要任务，担负战争状态下的国家安全维护任务，在发生特别重大、重大的非战争威胁时，担
负应急救援中的高难度、高风险任务。特种救援队伍规模小、装备精、能力高、反应快，是一支经过专
业化训练的特殊的战备力量和应急救灾力量，是实现现代民防目标的重要人才保障。

二是组建“半军事化”的民防专业队伍，由武警、消防、通讯、卫生、交通、航空、灾害应对等部门
的应急队伍组成，是较大与一般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应对的常规力量。半军事化的民防专业队伍实
行综合化、常备化、多部门协作联动，在地方政府统一领导下负责应对各种较大与一般的非传统安
全威胁。半军事化民防队伍是灾害民防与生活民防在队伍建设上的重要内容，并作为特种救援队
伍在应对特别重大、重大非传统安全威胁时的重要合作力量，因此同样也构成了战备民防必不可少
的专业救援力量。

三是组建军民联合的专家队伍。“非战争军事行动虽然能远离战争而独立达成政治目的，但非战
争军事行动中往往充斥着战争行动元素”，“有些元素甚至具备信息化战争的典型特征”［９］。由于战争
威胁和重大非传统安全威胁在紧急性与复杂性、生命救援与维护、快速组织与反应等方面具有相似
性，军事战备专业人员的技能优势可在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时提供预警预测、组织动员、指挥联动、物
资投送等方面的帮助。因此，与军地联合指挥一致，军民联合的专家队伍具有重要的战略战术意义。
军民联合的专家队伍由军事指挥专家、应急救灾专业人才组成，既分工又合作，有重点、分任务、按阶
段地为有效的预警、救援与重建任务提供专业、全面的知识指导。在此基础上，本文建议有条件的地
方政府与地方高校、科研单位紧密联合，成立应急管理学院、研究院、研究协会等，以专家权威开展现
场救援指导、以专业知识提供应急管理咨询、以专业技术支撑抢险应急、以理论研究引领人才培养。

为了实现专业队伍的可持续建设，应建立长效化的专业队伍管理系统。军队特种救援队伍与
半军事化民防队伍的联合反应有赖于两种部队在平时的合作与互动。专业队伍需要在各自专业训
练的基础上强化联合训练，通过联训制度、拉动演练、跨区域应急训练等形式，提高重大复合性非传
统安全威胁的应对能力。

（四）建立国际民防合作机制

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跨界性（跨国、跨区域、跨层次、跨部门、跨灾种）与人的安全价值目标的无边
界性，使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应对必须具备全球和全人类的立场与视野，需要主权国家、地区组织、联
合国的共同合作与努力。我国在国际社会不断增强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与影响，彰显了加强我
国国际民防合作的重大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参与国际民防活动，取得了诸多成效，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着相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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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与制度。首先是积极维护华人在海外的权益和利益（如２０１１年中国海陆空联合负责利比亚撤侨
行动，成为冷战结束以来最大规模的撤侨行动）。其次是积极参与联合国国际维和、人道主义援助、
国际反恐与救灾、打击海盗等非战争军事活动，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责任大国形象，为国际和平
与发展贡献了力量。再次是建立区域化的安全合作机制。我国与联合国组织、国际或区域相关机
构、各国政府以及一些非政府组织在防灾减灾领域建立了密切的合作机制，如与联合国国际减灾战
略秘书处成立“国际减轻旱灾风险中心”，与联合国外层空间事务司共同推动建立“联合国灾害管理
与应急反应天基信息平台北京办公室”，建立了“空间和重大灾害国际宪章”等灾害应急空间信息共
享机制，还大力推进《加强国家和社区的抗灾能力：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兵库行动纲领》和《亚洲减少灾
害风险北京行动计划》的实施。在上海合作组织、东南亚国家联盟、中非合作论坛等区域合作框架
下，建立了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及培训等方面的合作机制和行动计划。我国政府还积极向智利地
震、海地地震、澳大利亚森林火灾、巴基斯坦洪水等重特大自然灾害提供国际援助，进一步提高了我
国在国际民防领域的国际影响。

我国在积极融入国际民防、为国际民防担负责任的同时，还应积极创造适合我国能力与形象的
国际民防合作机制。一方面，通过现代民防的建构与实践，不断提升国内、国际的安全治理能力；另
一方面，在积极参与国际民防的步伐中自觉遵守国际法、国际规范与国际规则，在恰当的时机和条
件下为国际民防活动建造更加完善、合理、互赢的行动标准与规范。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
新安全观为指导，增强我国“创造性介入”［１０１１］与“包容性发展”［１２］１５０方略的实施能力，并在更广阔
的国际领域与空间为国际民防加强能力储备，在外交能力的提升中切实提高海外华人及世界各国
人民的安全维护与保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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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实丰富、新见迭出的《英国小说发展史》

项晓敏
（杭州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３１００３６）

由蒋承勇等六位高校专家教授撰写、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英国小说发展史》，无论从英国小说史实的丰富性、体例

的完整性，还是从论述的系统性、理论思辨的创新性来看，都是一部国内英国小说史研究的优秀之作。首先，《英国小说发

展史》撰写理念新颖、思辨性强。作者注重将作品的内涵阐释与艺术审美分析并重，对英国小说发展中的一些学术研究或

争鸣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和具有突破性的阐述。对作家作品的论述不再局限于表面，而是深入作品的审美内涵、人物的

主体意识，多层次、多视角、多手法地进行全新的系统阐释，填补了我国英国小说研究中的许多空白，使得对英国小说的研

究更具学术性和理论性。在对重点作家经典作品的研究中，不是简单地对其进行社会历史学层面的分析，而是在吸收其小

说批评的传统定论的同时，运用全新的诗学理念展开分析阐释。作者在论述中结合社会学、文化学、神话学、阐释学等方

法，吸收接受美学、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文学批评成果，其论证的思辨性和研究方法的创新性都达到了很高

的水平。其次，《英国小说发展史》体例完整、内容丰富，就国内现在能见到的英国小说史及其小说研究的成果来看，可以说

是体例最完整、史料最充盈、论述最完备、内容最丰富的一部英国小说史研究专著。书中以六十多万字的篇幅阐述了三百

余位小说家，并重点选取了七十余位作家以及数百篇作品进行深入论述。论证中旁征博引，言必有据，论述丰富，治学严

谨，使专著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研究参考价值，奠定了其在国内英国小说史和英国小说研究方面的权威地位。作者

在论述中大量引入国内外相关的最新科研成果，立足于英国小说研究的学术前沿，从２１世纪的视野中来关照英国小说及

其英国小说史，使该书成为国内学者和国际学术界交流沟通与学术对话的平台。再次，《英国小说发展史》重点突出，现代

意识强。在写作中，作者充分认识到我国学术界对２０世纪英国小说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国内读者对其了解也相对较少，

为此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了２０世纪，篇幅安排上约占全书的一半多。在一部英国小说史的论述中，以如此大的篇幅容量来

论述２０世纪的英国小说，在国内的英国小说史研究中可谓是绝无仅有的，形成了《英国小说发展史》的一大特色。这种编

排比例既突出了重点，体现了作者强烈的现代意识，同时也是英国小说史研究上的一种创新。书中２０世纪英国小说创作

中蔚为壮观的社会小说、政治小说、道德小说、女性小说、解构小说、后殖民小说、实验小说等，读来让人目不暇接。对２０世

纪作家作品选择准确、研究论述深入而全面，如对当时文坛还声誉不大的陶丽丝·莱辛，作者就用了１１个页面来展开论

述，对包括其代表作《青草在歌唱》、《金色笔记本》等在内的十多部作品进行了全面的论证阐释。在《英国小说发展史》发表

后的一年，传来莱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笔者欣慰地在自己的书架上通过《英国小说发展史》看到了对莱辛及其创作

完整而系统的介绍阐释。

《英国小说发展史》作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重点项目“英国小说发展史”的书面成果和国家“十一五”重点图

书，获得了中国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会科研成果一等奖，标志着国内英国小说研究的一个新的里程碑。根据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新近出版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图书学术影响力报告》发布的消息，《英国小说发展史》入选“外国文学”类 “国内最具学

术影响力”的５４种图书之一。该报告是根据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间国内发表的各类论文的学术著作引用数量统计分析得出的。

这５４种图书出版（或新版）于１９７９年至２００６年，其中有鲁迅、朱光潜、钱钟书、伍蠡甫、蒋孔阳、杨周翰等名家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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